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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sys8034][bookmark: sys834130][bookmark: sys827764][bookmark: PePindex8]摘要：中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执行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政策扩散的过程。为分析影响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扩散速度的因素，基于政策扩散和公共组织理论框架，选取已批准试点的中国97座创新型城市为研究对象，将城市试点获批准的时间作为试点政策扩散至该城市的时间，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试点政策扩散速度的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研究发现：包括创新资源在内的7个条件变量均无法作为实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高速扩散的必要条件，但低行政级别是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非高速扩散的必要条件；实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高速扩散的组态路径有7条，在本质上多呈现出内部驱动的特点；试点政策非高速扩散的组态路径有4条，均呈现出低行政级别指向性特征，表明在城市行政级别较低的情况下必然导致了试点政策的非高速扩散。因此，城市应根据自身优势把握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制定和落实发展政策，同时充分关注个体、社会组织等的政策建议，推动创新型城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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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index14]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nfiguration Paths of the Diffusion Speed of Pilot Policie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Innovative Cities

[bookmark: PePindex16]Li Xin, Ma Xinyu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ve city pilot policy in China presents a process of policy diffusion.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ffusion speed of pilot policies in innovative cities, this paper selects 97 innovative pilot citi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olicy diffusion and public organization. It uses the approval date of a city's pilot program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policy diffusion in that city and applies the crisp-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csQCA) method to explore the factors and configuration pathways influencing the speed of pilot policy diffusion. It discovers that none of the seven conditional variables, including innovation resources, can serve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high-speed diffusion of pilot policies in innovative cities. However, a low administrative level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non-high-speed diffusion of these policies. There are 7 configuration paths for the high-speed diffusion of pilot policies in innovative cities, which in essence are mostly internally driven in nature. 4 configuration paths are identified for the non-high-speed diffusion of pilot policies, all of which show a low administrative level orientation.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low administrative level of the city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non-high-speed diffusion of pilot policies. Therefore, cities should grasp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ccording to their own advantages, tailor the implementation policies adapting to local conditions. Beside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individual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build innovativ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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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index34]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政策试点工作在各层级、各地区频繁开展，成为中国政策制定和测试的常态化治理工具[1]。作为中国独特的治理改革方式，地方政府政策试点及其“以点带面”的扩散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经济腾飞并适应改革开放复杂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关键因素[2]。中国特色的政策试点路径呈现出“试点－推广”的特征，其在本质上就是政策扩散[3]。
[bookmark: sys36310120][bookmark: bkReivew1133423][bookmark: bkReivew2082446]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为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国务院出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标志着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拉开序幕。2008年，中国以深圳市的出色试点效果为经验，正式开启了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在国家高度重视、地方政府积极出台配套政策的背景下，试点政策逐渐向全国扩散。根据2022年科技部引印发的《关于支持新一批城市开展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通知》，中国共有103座城市（县、区）被批准为创新型城市试点[4]。为探索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扩散速度差异化的影响因素，丰富政策扩散的理论研究，同时为进一步认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以及加快推动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提供建议与思路，本文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分析中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扩散速度的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
[bookmark: pindex39]1 文献回顾与综述
政策扩散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当时学者们分析州与州之间的政策传播过程，为政策扩散理论建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近年来，中国学者不断总结西方学者们的政策扩散理论，基于中国的现实背景进行了大量本土化研究，中国的政策扩散理论体系因此逐渐得到完善。国内外学者对于政策扩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扩散的概念、机制、过程和影响因素4个方面。
第一，政策扩散概念的研究。Walker[5]提出“政策创新”的概念，认为政策扩散是一个地方政府首次的一个“新”政策或活动，无论这个政策或活动在其他时间、地点是否被推行过。他对政策扩散概念的界定具有开创性意义，被后续大部分学者认同接受。Gilardi等[6]认为政策扩散是一个单位（如国家、城市等）的政策受到其他单位政策的影响。Danaeefard等[7]指出政策扩散是同一或不同治理级别地区之间相互依赖的决策形式，当一个地区的政策选择受到其他地区的政策选择影响时，就会出现政策扩散。王浦劬等[8]对政策扩散概念的界定同Walker[4]具有相似性，认为政策扩散是一种政策活动从一个地区或部门扩散到另一地区或部门，被新的政策主体采纳并推行的过程。娄文龙等[9]进一步指出政策扩散是政策主体对某项政策进行识别、评估和采纳，使得政策知识、信息和经验通过特定的渠道在部门间或区域间得以扩散的过程。
第二，政策扩散机制的研究。Gilardi等[6]、Mintrom[10]、Shipan等[11]总结了学习、竞争、模仿和强制4种典型的政策扩散机制。Karch[12]认为政策扩散的机制还要考虑地理邻近、效仿等因素。Blatter等[13]又提出了利益驱动、权利驱动、意识形态驱动和认可驱动4种理想类型作为4种经典机制的替代方案。而国内学者则多基于中国国情开展政策扩散机制的研究，总结了中国模式下的政策扩散机制。例如，王浦劬等[8]提出学习、竞争、模仿、行政指令和社会建构5种机制适用于中国大部分本土化政策扩散的研究；朱旭峰等[14]以中国城市低保制度为例，将政策扩散理论聚焦于社会政策领域发现，社会政策扩散是依靠政府间关系进行的传递过程，认为有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广、自下而上的政策学习和政府间横向竞争压力3种模式；黄燕芬等[15]指出中国经济领域政策的扩散机制表现为强权机制下的竞争，社会领域政策扩散机制表现为强权机制下的学习；计怡村等[16]通过对健康码政策的研究发现，邻近城市政府间的学习和竞争行为会提高政策扩散速度。
[bookmark: bkReivew2083521]第三，政策扩散过程的研究。Walker[5]提出政策扩散的过程要考虑时间和空间的规模；Brown等[17]分析众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认为政策扩散存在初级、饱和与扩散阶段，总结了政策扩散过程研究经典的“S”型曲线；Berry等[18]通过运用事件史分析法证明了国家创新的内部决定因素和区域扩散过程模型，认为政策扩散同样存在邻近效应；Boushey[19]认为外部因素对政策扩散具有强烈影响，指出政策扩散除了符合经典的渐进式“S”型曲线外，又可以呈现出陡峭的“R”型曲线；Kuhlmann等[20]认为政策扩散的过程存在感知与认识、合作与冲突以及集体决策3个阶段。国内学者主要结合中国本土化的政策扩散模式来进行实证研究。例如：杨志等[21]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对中国的政策扩散案例进行研究，指出在中国本土化制度情境下的政策扩散至少包含“R”型及反“R”型两类扩散曲线；李燕等[22]以大数据政策扩散为研究对象发现，该政策扩散在时间维度上符合“S”型曲线趋势，但在空间上并未表现出邻近扩散效应；张继亮等[23]分析了中国河长制有地方首创、自发扩散、强制扩散和各地制度再创新4个扩散阶段。
[bookmark: bkReivew83741]第四，政策扩散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外学者Walker[5]、Mintrom等[24]、Simmons等[25]认为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是内部决定的，影响政府采纳政策的因素包括政治或经济结构等方面。Berry等[18]以美国州的政策扩散为例，认为当一个州的内部特征本身有利于创新时，政策采纳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周边州的影响。Butler等[26]、Pereira[27]分别研究了政府官员的意识形态和党派之争对不同政策选择的偏好进而导致对政策扩散的影响。国内学者运用丰富的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来探索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马亮[28]运用事件史分析法指出，城市公共自行车计划的扩散的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有上级政策压力、府际学习、府际竞争、自下而上的扩散和认知压力5种；张海柱等[29]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以组织视角研究政策扩散的政策再创新，提出政策再创新的路径可以分为权威引导型和自主优化型两种；李胜等[30]对碳中和政策创新扩散的行为机制与模式进行分析发现，碳中和政策创新扩散主要有“信息约束-审慎吸纳”型、“权威控制-顺应遵从”型、“晋升竞争-争先创优”型和“规范同形-从众模仿”型4种模式；刘杰等[31]建立了离散时间事件史模型，从3个维度检验了城市的政策扩散采纳情况，认为来自中央的政策信号、省级的政策推力以及同级政府的竞争压力能影响政府的政策采纳行为。
[bookmark: sys4541697][bookmark: bkReivew2081115]综上所述，国外在政策扩散的研究基础丰厚，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理论体系和完备的理论框架；而国内对政策扩散的研究开展于近十几年，但发展较迅速。早期国内学者们扎根于中国实际，开展对本土化政策扩散理论的探索，在理论上研究了政策扩散的内涵、影响因素和机制等。在后期，学者们依据本土化的理论基础，对中国的政策扩散实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成果值得借鉴和学习。但现有研究仍有如下拓展空间：一是由于中国政策试点工作的开展越来越成熟，政策扩散研究对象存在较多选择。国外学者从美国州与州之间的政策传播分析，国内学者更多研究省级政府层面的政策扩散。不同的研究对象对政策扩散研究结果会产生差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政策扩散理论。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大多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如事件史分析法。定性研究方法更多是通过对政策文本、案例的分析来研究政策扩散；而QCA方法可以在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的同时，有效地揭示多个不同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所产生同一结果的组合路径[32]。因此，本文将城市试点获批准的时间作为试点政策扩散至该城市的时间，基于政策扩散和公共组织理论框架，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来探究中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扩散速度的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
[bookmark: pindex47]2 研究设计
[bookmark: pindex48]2.1 分析框架
政策扩散是指政府推行的一项政策活动扩散到另一个政府主体，并被该政府主体采纳并推行的过程。政策在实际扩散过程反映的是“试点单位-中央政府-非试点单位”三方主体的活动，它受中央政府、政策创新主体、政策采纳主体三方力量共同的影响[33]。首先，政府作为公共组织的一种，存在内部组织环境影响政府的决策。组织的内部环境主要关注组织内部拥有的客观资源，这是组织运作的基础。就政策扩散而言，无论政策本身制定得有多么理想，如果政府缺乏必要的采纳资源，政策也不会产生出色的扩散效果。其次，政策扩散实际上是各级政府间进行的交互活动，它会受到政府间垂直和水平上纵横交错的府际关系影响。最后，有效的组织运行在关注组织内部环境的同时也应重视组织外部环境，在此基础上达成组织目标。因此，本文选择了组织内部因素、组织间关系和组织外部因素3个维度提炼7个影响因素来研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扩散的速度（如图1所示）。
（1）组织内部因素。组织内部因素主要指一个政府所辖区域内部的客观情况引起政府政策的扩散[2]，这些因素影响了政府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速度，即试点政策的扩散速度。现有研究（石忆邵等[34]、杨代福[35]）对文化、领导力、经济总量、行政级别、人均收入水平、市场化水平等组织内部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讨论。本文以创新型城市为研究对象，考虑到数据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获取性，选择了创新资源、创新能力和行政级别作为衡量组织内部影响因素的3个指标。
第一，创新资源。创新资源是创新活动的基础，具体包括设施、R&D和人力资本的投资规模、强度等。创新资源的投入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活力，为城市高效率高质量创新发展提供保障，以加速试点政策扩散至该城市。
第二，创新能力。城市创新能力是城市将知识、技术等资源要素重新整合创造出新知识和技术，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出新产品的能力[36]。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利于优化城市产业结构与资源配置，建立知识、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核心竞争优势，为城市创新建设注入创新动力，实现试点政策高速扩散至该城市。
第三，行政级别。中国的城市行政级别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非副省级省会城市、普通地级市。相比于一般的地级市，省会和副省级城市拥有更多可供调配的资源，对于某一项创新政策也有更强的采纳能力和更充足的执行资源[31]。
[bookmark: bkPolitics2102424]（2）组织间关系。组织间关系是指政府之间的关系网络，探究的重点是各级政府之间的交互活动、政府间决策过程及协调互动。它不仅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还存在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和横向关系。两个及以上的政府之间的府际关系是政府政策扩散的题中之义，而政府政策的扩散也有赖于府际关系的疏通[37]。本文的组织间关系主要是政府间的纵向与横向关系，选择政策信号和同侪压力作为衡量组织间关系维度中的两个指标。在组织间的纵向关系上，政策信号是中央或上级政府向下传达的一种引导性或激励性信息，它能够对地方政府采纳某项政策或进行政策创新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29]。省级政府重视本省城市的创新活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出台相关政策帮助、保障省内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对试点政策扩散至该省内城市产生影响。在组织间的横向关系上，国外学者认为政策扩散存在邻近效应，国内学者也分析了同侪压力对政策扩散的影响[30]。同级政府之间会存在竞争行为，以影响政府作出决策、执行政策的效率。
（3）组织外部因素。组织外部因素主要考虑了对政策扩散产生潜在影响的外部机构或力量，如政治力量、经济因素和自然状况等（如Karch[12]、杨代福[35]、朱旭峰等[38]的研究）。本文选择社会关注和政策企业家作为衡量组织外部因素的两个指标。社会关注主要指个体或群体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关注程度。借鉴郭磊等[39]、朱光喜等[40]现有研究，社会关注是个体和群体为满足需求、维护利益或达成某种目标，主动关注并参与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等过程，进而影响政策的扩散。政策企业家是指寻求改变公共政策特定领域现状或政策变化的政治行动者[41]。他们是政策主导者，一方面要结合自身性格、习惯；另一方面需要评估各项环境、特征，分析若干需求、问题等因素来综合作出决策。因此，一个城市的政策企业家将直接影响试点政策扩散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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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index81]图 1 分析框架
[bookmark: pindex82]2.2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研究。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传统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优势，不仅将定性研究的案例取向纳入研究中，还将定量研究的变量与统计分析取向融入研究中[42]。此外，QCA方法关注结果是如何发生的，借助布尔代数和集合论，基于案例对比分析，能够识别出多个变量组合对结果的协同影响，并由此推导出因果关系发生的路径。定性比较分析法又可分为传统清晰集、模糊集和多值集，均能够揭示不同组态与结果集合的复杂因果关系。本文采用二分法进行变量赋值，因此选择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
[bookmark: pindex84]2.3 样本选择与变量设计
基于科技部公布批准的创新型城市名单，本文共选择了其中的97座创新型城市（以下简称“样本”）展开研究，包括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和地级市（见表1）。样本剔除了北京市海淀区、天津市滨海新区、上海市杨浦区、重庆市沙坪坝区、昌吉市和石河子市，因为海淀区、滨海新区、杨浦区和沙坪坝区均为直辖市所属的区一级行政区划，而非城市；而昌吉市和石河子市部分数据缺失严重。
[bookmark: pindex86]表1 样本城市
	批准年份
	城市

	2008
	深圳市

	2010
	大连市、厦门市、沈阳市、西安市、广州市、成都市、南京市、杭州市、济南市、合肥市、长沙市、苏州市、无锡市、烟台市、唐山市、包头市、哈尔滨市、宁波市、嘉兴市、洛阳市、武汉市、兰州市、海口市、常州市、贵阳市、太原市、昆明市、福州市、石家庄市、景德镇市、银川市、宝鸡市、南昌市、南宁市、青岛市、长春市

	2011
	连云港市、西宁市、秦皇岛市、呼和浩特市、镇江市

	2012
	郑州市、南通市、乌鲁木齐市

	2013
	宜昌市、扬州市、泰州市、盐城市、湖州市、萍乡市、济宁市、南阳市、襄阳市、遵义市

	2018
	吉林市、徐州市、绍兴市、金华市、马鞍山市、芜湖市、泉州市、龙岩市、潍坊市、东营市、株洲市、衡阳市、佛山市、东莞市、玉溪市、拉萨市、汉中市

	2022
	保定市、邯郸市、宿迁市、淮安市、温州市、台州市、淄博市、威海市、日照市、临沂市、德州市、汕头市、长治市、滁州市、蚌埠市、铜陵市、新余市、新乡市、荆门市、黄石市、湘潭市、柳州市、绵阳市、德阳市、营口市


[bookmark: pindex103]2.3.1 结果变量设计
在QCA方法中，小样本量的研究适用于10～15个以下的案例数，中等规模样本适用于50～100个的案例数，大样本研究可以适用于更多的案例数[43]。条件变量和样本的数量有一定关系，基于分析框架，本文拟确定1个结果变量和7个条件变量，表2列示了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的赋值标准与数据来源。
[bookmark: sys105031][bookmark: bkPolitics3180511]中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执行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政策扩散的过程。2005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印发《深圳市建设创新型城市工作方案》，开启了自主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道路。2008年，经国家发改委批准，深圳市成为第一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由此，试点政策开始扩散，发改委、科技部陆续批准更多城市成为创新型城市试点，截至2022年1月，科技部公布的最新获批试点城市名单合计103座城市（县、区）[4]。试点政策在2008年至2022年的扩散过程中，时间上符合传统政策扩散研究中的“S”型曲线，呈现出“试点－沉寂－扩散”的特征，其中2013年至2018年为试点政策扩散的沉寂阶段。因此本文结果变量以2013年自然断裂点作为标准，试点城市获批准时间为2013年及以前的城市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数据来源于发改委网站、科技部网站、北大法宝以及各省份及城市政府网站。
[bookmark: pindex106]2.3.2 条件变量设计
（1）创新资源。依据《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建设创新型城市工作指引的通知》对建设创新型城市指标体系的方案，以97座城市成为试点当年的前1年R&D经费支出占该城市生产总值（GDP）比重的中位数作为标准，大于中位数赋值为1，否则为0。数据来源于全国R&D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报和各城市统计年鉴。
[bookmark: sys1083061]（2）创新能力。以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作为创新能力的测量标准。以97座城市成为试点当年的前1年发明专利授权数占全国发明专利授权数之比的中位数作为标准，大于中位数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数据来源于IncoPat全球专利数据库。
（3）行政级别。城市行政权力的不同带来的各项资源、条件会有差异，将影响政策扩散的速度。本文将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bookmark: sys1102553]（4）政策信号。纵向省级政府对试点政策扩散的影响。以97座成为试点前是否有省级政府发文关注该省份创新型城市建设作为标准，有省级政府发文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数据来源于北大法宝和各省份及城市政府网站。
[bookmark: sys1112658]（5）同侪压力。横向府际竞争对于政策扩散速度的影响。以97座城市成为试点前该省份已有试点城市数量/（该省城市总数−1）的中位数作为标准，大于中位数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数据来源于科技部、北大法宝和各省份及城市政府网站。
[bookmark: sys112859]（6）社会关注。以97座城市成为试点当年的前1年国家级报纸或当地报纸报道创新型城市为主题的文章作为标准，有报道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
（7）政策企业家。市委书记或市长的调任。以97座城市成为试点当年的前1年市委书记或市长是否由市外其他机构调任作为标准，有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数据来源于各省份及城市政府网站。
[bookmark: pindex115]表2 各变量赋值标准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测量方式

	结果变量
	[bookmark: bkReivew2180746]扩散速度（Vel）
	高速扩散和非高速扩散。以自然断裂点2013年为标准，2013年及以前成为创新型城市试点的赋值为1，为高速扩散；否则为0

	条件变量
	[bookmark: bkReivew2032716]创新资源（Res）
	成为试点当年的前1年R&D经费投入强度占全国R&D经费投入强度之比。大于中位数的赋值为1，否则为0

	
	[bookmark: bkReivew1051500]创新能力（Ino）
	[bookmark: sys130045]成为试点当年的前1年发明专利授权数占全国发明专利授权数之比，大于中位数则赋值为1，否则为0

	
	行政级别（Lev）
	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赋值为1，否则为0

	
	政策信号（Sig）
	[bookmark: sys138043]成为试点前是否有省级政府发文关注该省创新型城市建设，有省级政府发文则赋值为1，否则为0

	
	同侪压力（Pre）
	[bookmark: sys142042]成为试点前该省已有试点城市数量/（该省城市总数-1），大于中位数则赋值为1，否则为0

	
	社会关注（Soc）
	[bookmark: sys146044]成为试点当年的前1年有国家级报纸或当地报纸报道创新型城市为主题的文章则赋值为1，否则为0

	
	政策企业家（Ent）
	成为试点当年的前1年市委书记或市长由市外其他机构调任则为1，否则为0


[bookmark: pindex153]3 定性比较分析与结果
[bookmark: pindex154]3.1 单因素必要性分析
必要条件是导致结果发生必须存在的条件，但是它的存在并不能保证结果必然发生。对于一个条件来说，当它的一致率大于等于0.9时，就可以被视为必要条件。定性比较分析要求在进行条件组态分析之前须单独对每一个条件进行必要性检验，以决定单一条件是否需要在后续充分性分析程序中剔除。在构建真值表后，本文运用fsQCA3.0软件进行单项条件因素必要性分析，以检验单项条件因素是否为引起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高速扩散和非高速扩散的必要条件。测量结果如表3所示。
观察所有条件变量可知，非高速扩散下“~Lev”的一致率值大于0.9，说明“~Lev”是试点政策非高速扩散的必要条件。其他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独立解释能力较弱，由此也可以证明，试点政策高速与非高速的扩散是由多种条件变量组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本文对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扩散的速度进行组态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bookmark: pindex158]表3 单因素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一致率
	覆盖率

	
	高速扩散
	非高速扩散
	高速扩散
	非高速扩散

	Res
	0.527
	0.452
	0.604
	0.396

	~ Res
	0.473
	0.548
	0.531
	0.469

	Ino
	0.582
	0.405
	0.653
	0.347

	~Ino
	0.418
	0.595
	0.479
	0.521

	Lev
	0.564
	0.024
	0.969
	0.031

	~Lev
	0.436
	0.976
	0.369
	0.631

	Sig
	0.127
	0.595
	0.219
	0.781

	~Sig
	0.873
	0.405
	0.738
	0.262

	Pre
	0.309
	0.810
	0.333
	0.667

	~Pre
	0.691
	0.190
	0.826
	0.174

	Soc
	0.491
	0.333
	0.659
	0.341

	~Soc
	0.509
	0.667
	0.500
	0.500

	Ent
	0.236
	0.619
	0.333
	0.667

	~Ent
	0.764
	0.381
	0.724
	0.276


注：~代表逻辑运算中的“非”。
[bookmark: pindex238]3.2 组态分析
本文运用fsQCA3.0软件进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扩散的条件因素组合分析。借鉴张明等[32]的研究，将一致率阈值设置为0.8，案例频数阈值设置为1。经运算，最终获取条件因素组合的复杂解、中间解以及简单解。根据简约解与中间解来确定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既在简约解又在中间解出现的条件为核心条件，只在中间解中出现的条件为边缘条件[44]。参考张海超等[45]、黄扬等[46]的现有研究，本文以原始覆盖率大于0.05为标准进行分析，得出了引起试点政策高速扩散与非高速扩散的组态路径（分别见表4和表5）。
[bookmark: bkReivew3003644][bookmark: pindex242]表4 导致试点政策高速扩散的组态
	条件变量
	组态

	
	H1
	H2
	H3
	H4

	
	H1a
	H1b
	H2a
	H2b
	
	

	Res
	
	
	
	
	
	

	Ino
	
	
	
	
	
	

	Lev
	
	
	
	
	
	

	Sig
	
	
	
	
	
	⨂

	Pre
	
	
	
	
	
	⨂

	Soc
	
	
	
	
	
	

	Ent
	⨂
	⨂
	
	
	
	

	原始覆盖率
	0.073
	0.273
	0.328
	0.273
	0.200
	0.236

	唯一覆盖率
	0.073
	0.073
	0.109
	0.036
	0.018
	0.055

	一致率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总体一致率
	0.727

	总体覆盖率
	1.000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白表示该条件可存在也可以缺失。下同。
[bookmark: bkReivew2112600][bookmark: pindex335]表5 导致试点政策非高速扩散的组态
	条件变量
	组态

	
	NH1
	NH2
	NH3
	NH4

	Res
	
	
	
	

	Ino
	
	
	⨂
	

	Lev
	⨂
	⨂
	⨂
	⨂

	Sig
	
	⨂
	
	

	Pre
	
	
	
	⨂

	Soc
	
	⨂
	
	

	Ent
	
	
	
	

	原始覆盖率
	0.143
	0.071
	0.071
	0.071

	唯一覆盖率
	0.095
	0.024
	0.024
	0.071

	一致率
	1.000
	1.000
	1.000
	1.000

	总体一致率
	0.452

	总体覆盖率
	1.000


[bookmark: pindex398]3.2.1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高速扩散的组态路径分析
通过运用fsQCA3.0软件研究多个因素的组合对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高速扩散的影响，凝练后最终得到H1、H2、H3和H4等4条高速扩散路径。
[bookmark: sys4003877][bookmark: sys40013461]（1）城市级别优势型路径。在城市级别优势型路径下共有H1a和H1b两条组态。组态H1a显示，在以高行政级别和非政策企业家推动为核心条件，非创新资源、非政策信号和非同侪压力为边缘条件下试点政策高速扩散；组态H1b显示，在以高行政级别和非政策企业家推动为核心条件，社会关注、非政策信号和非同侪压力为边缘条件下试点政策高速扩散。H1路径表明，只要政府自身行政级别高，即便个别城市存在创新资源弱、组织间纵向与横向推动不足、社会关注不强和没有政策企业家调任等影响，就能够实现试点政策高速扩散至该城市。处于该组态路径类型下的典型城市包括：石家庄市、呼和浩特市等。石家庄市和呼和浩特市两个城市均为省会城市，行政级别高，政府效率、权力也相对较高，且在成为试点城市前1年并未出现政策企业家调任。尽管两个城市的组织内部创新资源、创新能力因素不高，组织间关系各有优劣，但在2010年仍被批准为创新型城市，实现了试点政策的高速扩散。
[bookmark: sys4014258][bookmark: sys40110058][bookmark: bkReivew2063501]（2）以城市级别优势为基础的创新能力驱动型路径。在该路径下共有H2a和H2b两条组态。组态H2a显示，在以高创新能力和高行政级别为核心条件，创新资源、非政策信号和非同侪压力为边缘条件下试点政策高速扩散；组态H2b显示，在以高创新能力和高行政级别为核心条件，社会关注、非政策信号和非同侪压力为边缘条件下试点政策高速扩散。H2路径表明，当一些城市拥有高行政级别且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时，即便没有组织间关系的影响，受到组织外部因素影响较小，就能够实现试点政策高速扩散至该城市。处于该组态路径类型下的典型城市包括昆明市、长春市和郑州市等。以长春市为例：长春市作为省会城市，在行政级别上首先占据了优势，集中省内资源向其倾斜，积极提供配套政策支持。其次，长春市科技局在2009年相继出台了《2009年长春市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申报指南》《2009年长春市专利扶持计划项目申报指南》等政策文件，鼓励各单位进行专利申请，保障自主知识产权的质量和数量。最后，IncoPat全球专利数据库查询显示，2009年长春市发明专利授权量为570件，而吉林大学、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专利授权量共为324件，三者占该市总授权量的56.8%。长春市内的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教资源优势突出，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高产生了积极作用。因此，长春市在2010年获批准为创新型城市，实现试点政策向该城市的高速扩散。
[bookmark: sys4023064]（3）以城市级别优势为基础的创新资源与创新能力双元驱动型路径。组态H3显示，在以高创新资源、高创新能力和高行政级别为核心条件，社会关注、非政策信号和非政策企业家为边缘条件下试点政策高速扩散。H3路径本质上为组织内部驱动路径，只要城市自身内部实力强，无论组织间关系和组织外部因素是否有影响，都能够实现试点政策高速扩散。处于该组态路径类型下的典型城市包括深圳市、青岛市和西安市等。以深圳市为例：首先，深圳市作为国家确定的副省级城市，高行政级别保障了人才、技术和政策等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资源。其次，2007年广东省R&D经费支出为404.3亿元，全国（不含港澳台，下同）为3 710.2亿元[47]，而深圳市2007年R&D经费支出为221.87亿元[48]，约占广东省的55%、全国的6%。可见，深圳市R&D投入强度高、城市创新资源足。最后，自主创新能力是创新型城市演化的动力源泉，也是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核心能力。深圳市于2004年发布《关于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决定》，积极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自主创新企业给予优惠政策，提高深圳市内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比亚迪等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帮助创新型企业发展，大力提高了深圳市的自主创新能力，为日后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bookmark: sys4031964][bookmark: bkReivew1003253]（4）社会关注下的创新能力驱动型路径。组态H4显示，在以高创新能力、非政策信号、非同侪压力和高社会关注为核心条件，创新资源和非政策企业家为边缘条件下试点政策高速扩散。在此路径中，在社会广泛关注下，只要组织内部具备一定的实力，即便没有受到组织间关系的影响，且未发生政策企业家的调任，无论行政级别的高低，都可以实现试点政策高速扩散。处于该组态路径类型下的典型城市包括苏州市、无锡市等。以无锡市为例：从IncoPat全球专利数据库查询发现，无锡市在2009年专利授权数为701件，约占江苏省总授权数的14%；无锡市R&D经费投入强度为2.36%，省内仅次于南京的2.85%[49]，可见无锡市自身具备一定的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力优势。同年，在《科技日报》发表的文章“江南大学助力无锡创新型城市建设”，以及《中国电子报》发表的文章“无锡全力发展传感网产业建设创新型经济城市”中，均宣传了无锡市的科技政策支持，推动人才、产业、城市的深度融合，促进了无锡市高速建设创新型城市，实现试点政策的高速扩散。
综合以上4条路径可以发现，实现试点政策高速扩散影响因素的本质多是组织内部驱动，即都具备一定的创新资源实力、创新能力或行政级别。另外，H4路径中的组织外部因素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试点政策的高速扩散。
[bookmark: pindex405]3.2.2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非高速扩散的组态路径
[bookmark: sys4065369][bookmark: sys40612270][bookmark: sys40619277][bookmark: sys40626981]本文对试点政策非高速扩散的情况也进行了分析，得到了NH1、NH2、NH3和NH4等4条非高速扩散组态路径。其中，组态NH1表明，在行政级别不高、创新能力较弱和社会关注不强的情况下，即便城市具备创新资源、有政策企业家调任，试点政策也不会高速扩散。组态NH2表明，在行政级别不高、创新能力较弱、缺乏政策信号和社会关注的情况下，即便城市具备创新资源且有同侪压力推动，试点政策也不会高速扩散。组态NH3表明，在行政级别不高、创新能力不强、政策信号较弱的情况下，即便城市具备创新资源、有一定的同侪压力推动且有政策企业家调任，试点政策也不会高速扩散。组态NH4表明，在行政级别不高、没有同侪压力的推动的情况下，即便城市具备一定的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力、有纵向的政策信号推动且有政策企业家调任，试点政策也不会高速扩散。
[bookmark: sys407064]综合来看，非高速扩散的4条组态路径均呈现了低行政级别指向性特征，即在城市行政级别较低的情况下必然导致了试点政策的非高速扩散。
[bookmark: pindex408]3.3稳健性检验
在QCA研究中，稳健性检验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分析环节。借鉴张明等[32]的研究，本文将一致率阈值提高至0.85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试点政策高速扩散与非高速扩散的组态和总体解的一致率和覆盖率均无明显变化，表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bookmark: pindex410]4 研究结论与启示
[bookmark: pindex411]4.1 研究结论
[bookmark: bkReivew113710]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97座创新型城市作为案例样本，探索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高速扩散和非高速扩散的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并得出以下结论：
[bookmark: sys41321138]第一，创新资源、创新能力、行政级别、政策信号、同侪压力、社会关注和政策企业家7个条件变量均无法单独作为实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高速扩散的必要条件；低行政级别是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非高速扩散的必要条件。第二，实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高速扩散的组态路径有7条，经凝练后概括为城市级别优势型、以城市级别为基础的创新能力驱动型、以城市级别为基础的创新资源与创新能力双元驱动型、社会关注下的创新能力驱动型路径，在本质上多呈现出内部驱动的特点。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非高速扩散的组合路径有4条，均呈现出低行政级别指向性特征。
[bookmark: pindex414]4.2 研究启示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对未来更多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深入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组织内部影响因素是硬实力，是城市发展建设的关键。城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重视对创新资源、能力、环境等的投入与支持，推动战略、保障、政策的同步跟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城市创新发展。第二，因地制宜，推进多样化的创新型城市建设。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多重因素作用下实现了高速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结果。不同的行政级别对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速度影响也有差异，城市应根据自身优势把握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制定和落实发展政策，进而推动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同样重要的是，城市也应重视外部环境对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影响，充分关注个体、社会组织等的政策建议，提高城市创新效率，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
[bookmark: pindex419]4.3 不足与展望
第一， QCA方法采取整体导向进行比较分析，它对结果发生深层次原因的解释力度有限，应进行试点政策扩散的案例研究。未来可以在纵向上进行案例跟踪，在横向上进行案例对比等方式拓展研究深度，进一步丰富研究成果。第二，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还在陆续进行中，研究结果的客观性需要不断检验。未来仍需要开展跟进式研究，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持续关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扩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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